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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道教参与丧葬活动的考古学证据

杨 爱 国

摘　要:东汉时期的早期道教对死亡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态度 ,以解除文 、道符 、升仙图像等方式积极参

与了当时的丧葬活动 ,这些活动丰富了丧葬礼俗的内容 ,给人们一种新的心理安慰方式 , 扩大了道教在社

会上的影响。因此 ,东汉时期道教与丧葬礼俗关系的研究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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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对道教的研究方兴未艾 ,其中道教起源时期
①

,即汉代道教的研究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

学者们一方面沿着传统的道路 ,对传世文献大下功夫 ,另一方面不断用新资料来丰富早期道教研究。

在这些新资料中 ,考古发现的文物受到学人的特别青睐 ,解除瓶及其上的解除文 、道符 、买地券 、画像

石等艺术品 、印章 、肥致碑等均被用来研究早期道教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 ,甚至道教派别
②

。这些研

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道教研究的发展。由于这些新资料大多出自东汉时期的墓葬 ,可能与丧葬活动

有关 ,本文将从参与丧葬活动的角度考察东汉时期的道教 ,以期丰富早期道教研究的内容 。

东汉时期的早期道教虽然继承发展了战国以来的神仙思想 ,追求长生不死和得道成仙 ,但是同

时也继承了传统的对死亡的自然主义态度
③

,即相信一般人是要死的 。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就

说:“今人居天地之间 ,从天地开辟以来 ,人人各一生 ,不得再生也。”“夫物生者 ,皆有终尽 ,人生亦有

死 ,天地之格法也。”东汉时期的道教不仅相信人是要死的 ,而且认为生死是不同的 , “死生异路 ,安得

相比”
④

。活着可以追求长生不死 ,既然已经死了 ,还是要按照一定的礼俗安葬死者。尽管早期道教

也主张事死不能过事生
⑤

,但不是不管死者。正是对死亡有了这样的观念 ,东汉时期的道教徒积极参

与当时的丧葬活动是顺理成章的。

需要说明的是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它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的思想 、文化

和宗教信仰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具体到本文涉及的材料 ,则更多地与巫术有关 。诚如学者指出的

那样 ,“就两汉情况而言 ,仍是巫与巫术的黄金时代” ⑥ 。不过这个时候的巫术 ,更多的已经是道教巫

术 ,如画于解除瓶上的灵符⑦ 。东汉的解除文在内容上与此前的告地下文书在内容上也已经有

　

作者简介:杨爱国 ,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山东济南 250011)。

①　笔者以为 ,道教的起源可以西王母崇拜的出现和齐人甘忠可向朝廷上《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为标志 ,时间在西汉晚期 ,比一

般以东汉顺帝时《太平经》出现为道教的起源要早。

②　除了发表在学术期刊和相关论文集上的论文外,还有以考古发现为主研究道教的著作 ,如张勋燎 、白彬:《中国道教考古》 ,

北京:线装书局 , 2006年;刘昭瑞:《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 ,北京:文物出版社 , 2007年。

③　相关研究参见余英时:《东汉生死观》 ,侯旭东等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5年 ,第 78-84页。

④　王明编:《太平经合校》 ,北京:中华书局 , 1960年 ,第 340 、341 、554页。

⑤　《太平经》专有一章讲“事死不得过生法” ,参见王明编:《太平经合校》 ,北京:中华书局 , 1960年 ,第 48-53页。

⑥　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 ,济南:齐鲁书社 , 1997年 ,第 352页。

⑦　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 ,《考古学报》1991年第 1期;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10年 ,第 63页。

DOI :10.16346/j.cnki .37-1101/c.2011.04.016



了不同 , “很可能出自早期道徒之手” ①。尽管如此 ,为了防止在使用材料的过程中扩大道教的范围 ,

本文将只使用东汉坟墓发现和出土的资料 ,这些资料已经为学者们认可是属于道教范畴的。当然 ,

这个认可不可能是大家一致的意见 ,对有些材料是否属道教 ,肯定会有见仁见智的看法。

一 、传统解除观念和仪式的继承与应用

考古发现中最常见的解除瓶和解除文 ,反映了东汉时期道教在对待死亡的态度和丧葬仪式等方

面对传统的继承 。所谓解除 ,就是通过对鬼神的祭祀而除去凶灾 ,是古已有之的巫术。王充在《论

衡》中专设《解除》一章对其详加批判 ,从王充的批判中可以看出 ,解除术在汉代社会是广泛流行的 。

道教兴起之后 ,把传统巫术中的解除拿了过来。《太平经》中说:“生亦有谪于天 ,死亦有谪于

地。” ②谪就是罪过 ,解谪就是解除罪过。所谓“下为帝王万民具陈 ,解亿万世诸承负之谪” ③,就是解

除亿万世的各种罪过 。“天教吾具出此文 ,以解除天地阴阳帝王人民万物之病也 ,凡人民万物所患

苦 ,悉当消去之” ④ ,也是相类似的意思。

考古发现或传世的解除瓶 ,在学术界名称不一 ,有的称之为镇墓瓶(罐),有的称之为解除(注)

瓶 ,其上或有解除文 ,或无解除文 ,本文根据其上的解除文一律将其称作解除瓶 。目前可以确定为解

除瓶的器物主要是陶器 ,形制有两种:一种为大平底罐式 ,如河南洛阳烧沟 147号墓和 1037号墓随

葬的陶罐(两座墓葬的年代皆为东汉晚期)⑤,洛阳史家湾东汉墓随葬的永寿二年(156)解除瓶⑥等;

另一种为瘦高的瓶式 ,形制一般为侈口 ,平折沿 ,方唇 ,束颈 ,斜肩 ,斜直腹 ,平底 ,如西安中华小区东

汉墓地 18号墓随葬的解除瓶 。值得注意的是 ,西安中华小区东汉墓地还有的墓随葬的是大平底式

解除瓶 ,如 15号墓随葬的阳嘉四年(135)解除瓶和 22号墓随葬的熹平六年(177)解除瓶等⑦。

东汉时期 ,洛阳和西安等地出土的解除瓶和解除文 ,年代最早的为东汉明帝永平三年(60),最晚

的为献帝初平四年(193)⑧。这些解除瓶都出自墓中 ,与丧葬礼俗有关自不待言 ,而判定其与道教有

关 ,除了解除文的内容 ,如“死生异路 ,毋复相忤” , “生死异路 ,相去万里” ⑨, “死人行阴 ,生人行阳 ,各

自有分画 ,不得复交通” 10等 ,与上文提到的《太平经》中的“死生异路 ,安得为比”相类外 ,更直接的证

据是解除瓶上往往画有道符 11。如陕西省长安县韦曲镇南李王村 5号墓随葬的朱书解除瓶上的解除

文文右为道符 12。陕西咸阳渭城区窑店镇聂家沟村一汉墓中出土的陶解除瓶上 ,除了画有道符和星

象 ,腹部还有朱书 5行 24字的解除文:“生人有乡 ,死人有墓 。生人前行 ,死人却行 。死生异路 ,毋复

相忤 。” 13

不仅画在解除瓶上的道符 ,表明解除文不是一般的巫师所为 ,而是出自道徒之手 ,而且宝鸡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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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1号汉墓①等朱书解除文中提到的“黄神”应当就是“黄神越章”的省称 。“黄神越章”被认为与道教

有关 ,如释玄光在《辩惑论》中就骂道士“造黄神越章 ,用持杀鬼” ②。释玄光虽是南北朝时人 ,但当时

道士造的“黄神越章”印 ,在汉代已经有类似之物 ,罗福颐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中就收录有“黄

神之印”的印章③。另外一个常在解除文提到的“天帝使者”也被认为是道教人物④。

道教徒们不仅用解除瓶和解除文来帮助丧家解除灾殃 ,还用其他被认为具有解除功能的物品 ,

如雄黄等物同时随葬 ,以增强解除的功力 。如陕西潼关吊桥 2号墓随葬的 5件解除瓶内就有雄黄⑤。

西安市和平门外雁塔路 4号出土初平四年(193)朱书解除瓶内装有汉白玉石一小块⑥。陕西咸阳教

育学院 2号汉墓随葬的永平三年(60)解除瓶内装的东西较多 ,有白砂石条 1件 、黄砂石块 2件 、蓝和

青灰小颗粒 3件 、鸡蛋壳 1件 ,另外 ,该墓在前室门口还放有铅人 9件⑦。江苏省睢宁县刘楼东汉墓

中室上部填土中随葬的 1件陶罐中放有 3件铅俑⑧。山东省邹平县开发区 7号画像石墓封门砖外的

墓道中随葬 1件灰陶罐 ,内装 1个动物的骨骼 、1个鸡蛋 、2块红色颜料和 2件男女铅俑⑨。这些随葬

品被认定为与道教有关 ,是因为在解除文中提到它们 10 ,而且潼关吊桥 2号墓 、咸阳教育学院 2号墓

等墓葬中的解除瓶中就装有这些随葬品 。

二 、道教升仙追求与坟墓艺术中的相关图像和文字

东汉时期的早期道教继承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思想 ,追求长寿 ,追求成仙 ,并且相信通过修炼能

够成仙 。《太平经》中就说:“奴婢常居下 ,故不伸也 ,故象草木 。故奴婢贤者得为善人 ,善人好学得成

贤人;贤人好学不止 ,次圣人;圣人学不止 ,知天道门户 ,入道不止 ,成不死之事 ,更仙;仙不止入真 ,成

真不止入神 ,神不止乃与皇天同形 。”与此同时 ,道徒们也指出 ,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仙 ,能成仙的人极

少 ,即所谓“白日之人 ,百万之人 ,未有一人得者也” , “尸解之人 ,百万之人乃出一人耳” 11。

东汉时期的道教虽然继承了战国以来的神仙思想 ,但崇信的对象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战国至西

汉武帝时期 ,人们更多地受燕齐方士的蛊惑 ,崇拜海上神仙 ,秦皇汉武皆受之迷 。自从汉武帝崇信少

翁 、栾大和公孙卿等方士 ,欲见海上仙人未果之后(参见《汉书 ·郊祀志》),海上仙人的地位有所下

降 ,与此同时 ,山里仙人乘虚而入 ,而山里仙人的代表就是西王母。至西汉晚期 ,西王母崇拜已经形

成相当大的气势 ,哀帝时京师祠西王母事件就是一例 。据《汉书 ·五行志》载 ,哀帝建平四年(前 3)

“夏 ,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 ,设张博具 ,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 :̀母告百姓 ,佩此书者不死。不

信我言 ,视门枢下 ,当有白发。' 至秋止” 。其声势之大 ,持续时间之长可见一斑。

与哀帝时京师郡国民祠西王母的时间相先后 ,西汉末齐人甘忠可曾向朝廷上《天官历包元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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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东汉时期的《太平经》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本书的思想 ,而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西汉末年至王

莽时期的西王母形象 ,就出现在鲁南苏北的画像石椁上 。如山东微山县微山岛万庄村 20号汉墓是 5

椁并列的墓葬 ,其中 1号 、2号和 4号石椁东侧板上都刻有西王母形象。4号石椁东侧板上的右格内

刻一栋二层楼 ,楼两侧有双阙;西王母头戴胜 ,凭几坐在二层楼上 ,身旁有玉兔捣药和一只壶分列左

右;楼下右侧是三青鸟 、九尾狐 、蛇身人和鱼身人 ,左侧是鸡首人 ,鸡首人后立一人 ,人后上方是一龙

执烛照明①。

东汉时期 ,西王母崇拜不断发展 , 《太平经》即云:“乐莫乐乎长安市 ,使人寿若西王母 ,比若四时

周反始 ,九十字策传方士 。” ②而且 ,汉代坟墓艺术中西王母及与她相伴的图像 ,以及后来出现的东王

公都是在道教兴盛后迅速扩散开来的③,这绝不是时间上的巧合 ,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

与道教有关的坟墓艺术品的分布范围比上文提到的解除类随葬品更为广阔 ,不仅出土解除类随

葬品的地区都有这类艺术品 ,在这些区域之外的陕北和晋西北也同样存在 ,如画像石。陕北的画像

石是东汉才出现的 ,晋西北的画像石则是继承陕北画像石而来 ,这里的画像石上也常见西王母形象 。

东汉道教徒不仅以图像的方式向人们宣传升仙的思想④,还常常在图像旁题相关的文字 ,明示有

关升仙内容 ,其中 ,最具代表的文字是“此上人马皆食太仓” ⑤。“此上人马皆食太仓”常见于山东地区

东汉画像石上的题记 ,且分布范围较广 ,在嘉祥 、曲阜 、枣庄 、泗水 、苍山 、临沂 、安丘 、东平 、肥城 、长

清 、东阿等地发现的画像石上皆有所见。不仅山东 ,江西 、湖北 、江苏 、安徽 、河北 、陕西 、内蒙古等省

区的东汉文物上也有类似的文字。陈直在考释河北望都汉墓壁画题字时指出:“太仓为汉代太仓令 ,

藏粟最多之处 ,比拟死者禄食不尽之意。” ⑥这应当是“此上人马皆食太仓”的一层意思 ,不过这句话可

能不止这一层意思。刘增贵就肥城北大留墓画像石上的“此人马食太山仓”指出 ,图像上“所描述的

人物车马府第 ,皆属死后世界之太山君管辖 ,同样不能视为生前生活场景之重现” ⑦。我们则认为它

的确不是生前生活场景的重现 ,而是与道教相关。

《太平经》卷四十七《上善臣子弟子为君父师得仙方诀第六十三》云:“`今天地实当有仙不死之

法 ,不老之方 ,亦岂可得耶 ?' `善哉 ,真人问事也 。然 ,可得也 。天上积仙不死之药多少 ,比若太仓之

积粟也;仙衣多少 ,比若太官之积布白也;众仙人之第舍多少 ,比若县官之室宅也 。常当大道而居 ,故

得入天 。' ” ⑧《太平经》卷一二★《有过死谪作河梁诫第一百八十八》中又说:“天有倡乐乐诸神 ,神亦听

之。善者有赏 ,音曲不通亦见治 。各自有师 ,不可无本末 ,不成 ,皆食天仓 ,衣司农… …不得无功受天

衣食。” ⑨既然不死药可以比作太仓之粟 , “太仓”在有的榜题文字中又写作“天仓” 。由此可以推测 ,所

谓“此上人马皆食太仓” ,并非真希望死后能食太仓之粟 ,而是要上天食不死之药 。

三 、道教徒与普通人丧葬礼俗之异同

上文所述是讲道教徒参与普通人的丧葬礼俗活动 ,那么他们自己死后如何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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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参见李凇:《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2000年;巫鸿:《汉代道教美术试探》 、《地域考古

与对“五斗米道”美术传统的重构》 ,《礼仪中的美术》 ,北京:三联书店 , 2005年 ,第 485-508页。

有学者认为汉画上常见的孔子见老子图也是汉代道教仪式的表现。参见姜生:《汉画孔子见老子与汉代道教仪式》 ,《文史

哲》2011年第 2期。

杨爱国:《“此上人马皆食太仓”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汉长安城

考古与汉文化》 ,北京:科学出版社 , 2008年 ,第 565-570页。

陈直:《望都汉墓壁画题字通释》 ,《考古》1962年第 3期。

刘增贵:《汉代画象阙的象征意义》 ,《中国史学》第 10卷(200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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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徒虽然自称可以化去不死 ,并以此惑众 ,引人信教 ,但客观上却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 。虽然

在已知的东汉墓中能够确定为道教徒的墓葬数量很少 ,但仅有的少数之例还是能看出一点问题来 。

说到东汉道教徒的墓葬 ,最具代表性 ,且常被人们引用的是河南偃师南蔡庄乡南蔡庄村建宁二

年(169)“真人”肥致墓①。肥致墓为砖室墓 ,由墓道 、甬道 、前室及左右侧室 、后室组成 ,和当地常见的

东汉晚期墓的形制没有多少差别 ,不仅如此 ,墓中的随葬品除了肥致碑以外 ,其他的如陶盒 、魁 、罐 ,

铁剑等皆与同时期墓相似②。虽然该墓早年曾被盗 ,具道教特色的随葬品可能已被盗走 ,但残存的随

葬品说明 , “真人”也用俗人的随葬品 ,如果不是肥致碑的存在 ,仅据墓葬形制和残存的其他随葬品 ,

我们很难把这座墓定为“真人”墓 ,由此可见 ,东汉时期道教徒的墓葬与非道教中人的墓葬同一性极

强 ,不似后来的僧人墓与俗人墓判然有别。

另外 ,四川的个别崖墓中出有道符一类的铜印章③ ,巫鸿认为“这类铜印在崖墓中发现可证明死

者为道教徒” ④ ,而崖墓在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的四川是极为流行的一种墓葬形制 。江苏江宁的东汉

早期墓中出土有“黄帝神印”的道教木印⑤ ,遗憾的是只有印章的报道 ,没有墓葬的报告 ,对墓葬的形

制 、随葬品以及与周围墓葬的关系不得而之 。“黄帝神印”与传世的“黄神越章”当属一类 ,是道士们

常用的神印⑥。西安世家星城 169墓出土“黄神之印”道教陶印⑦ ,和肥致墓一样 ,该墓的形制以及其

他随葬品与西安地区同时期其他墓葬没什么明显的不同。也有学者只谈印章的功能 ,不及墓主的身

份 ,如张勋燎和白彬就认为这类印章(封泥)和解除瓶一样是解除器⑧。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看 ,虽

然不排除此类印章(封泥)有解除的作用 ,但它并不与解除瓶等物同出 ,笔者也怀疑使用者的身份可

能有些特别 ,是道教徒的可能性极大。

以上例子说明 ,虽然东汉时期道教徒的墓葬形制和墓中的随葬品与非道教中人的墓葬形制和随

葬品多有雷同之处 ,但还是会有标明其身份的特殊随葬品如印章之类存在 ,以示其非俗人 。

四 、道教参与丧葬活动的意义

我们今天能查考到的东汉时期道教参与丧葬活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制作和出售解除

瓶等解除用品直接参与到丧葬活动中去;一是巫道信仰的内容在民间广为流传 ,其中有关的内容被

丧葬礼俗所采用 ,如“此上人马皆食太仓”之类 ,这时 ,巫师道徒未必亲自参加丧葬活动 ,我们把这种

情况称为间接参与。道教参与丧葬活动 ,对当时丧葬礼俗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最直观的意义是丰富了丧葬礼俗的内容 。众所周知 ,丧葬礼俗同其他礼俗一样 ,随着社会的变

化而变化。新石器时代晚期 ,当社会变成等级结构的时候 ,丧葬礼俗马上对之作出反应 ,于是在考古

发现中 ,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的墓葬无论规模 、葬具 ,还是随葬品的组合与陈设 ,都出现了等级化。东

周时期 ,随着礼制遭到破坏 ,用鼎制度受到挑战 ,于是在墓葬中 ,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现象 。这两点是

从比较大的方面着眼 ,细节性的变化更是不胜枚举。东汉中期以后 ,逐渐在社会上流行的道教和早

已在社会上流行的巫术对丧葬活动的共同参与无疑丰富了丧葬活动的内容 ,使丧葬礼俗中出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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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鸿:《汉代道教美术试探》 ,《礼仪中的美术》 ,北京:三联书店 , 2005年 ,第 455-484页。

邵磊 、周维林:《江苏江宁出土三枚古印》 ,《文物》2001年第 7期。

吴荣曾认为汉代的这类印章“都是人们驱鬼辟邪所用之物” , 没有提到它们是否与道教有关。参见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

到的东汉道巫关系》 ,《先秦两汉史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 1995年 ,第 362-378页。胡新生则认为“黄神越章”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

期道士最常用的神印。参见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 ,第 228页。这类印能在从江苏到四川这么广阔的地域里出土 ,不是一般巫术

所能做到的 ,应当是道教兴起后 ,作为道教神印不断扩散的结果 ,如同东汉时期西王母崇拜一样。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汉墓》 ,北京:文物出版社 , 2008年 ,第 722页图三四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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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前所未有的东西 ,如解除瓶和解除文 、道符之类 ,以及坟墓艺术中西王母等与道教有关的图像。

道教参与丧葬活动最重要的意义是帮助人们找到了一种新的心理安慰方式。由于对死者的敬

畏 ,人们需要对自己的心灵进行安慰 ,对死者的安葬 ,并在安葬前后举行各种仪式都有这方面的目

的。道教徒的行为有极强的神秘性 ,并且被很多人承认有法力 ,因此 ,无论请他们医病 ,还是请他们

参与丧葬活动 ,对于邀请者都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 。道教虽然与传统的巫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但道教参与丧葬活动对人们的心理安慰与传统的巫术又有所不同 。传统的巫术只是用解除一类

的仪式 ,让死者安心住在地下世界 ,不要搅扰生人 ,而道教在此基础上 ,又给死者营造了一个地下神

仙世界 ,让其和生产不死药的西王母在一起 ,永享荣华 。

道教对丧葬活动的参与增加了人们在丧葬活动中的开支 。道教参与丧葬活动之后 ,有可能在当

地替换某些原有丧葬活动 ,但更大的可能是在原有活动的基础上增加道教的内容 ,这样一来 ,哪怕只

是买一个无字的解除瓶 ,也在客观上增加了丧家的经济负担 。虽然缺少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的推

论 ,可以参考的资料还是有的 。一些汉代画像石题记中就记录了所用的费用 ,如著名的山东嘉祥武

氏阙铭中就写道:“使石工孟孚 、李弟卯造此阙 ,直钱十五万;孙宗作师(狮)子 ,直四万 。” ①山东莒南东

兰墩出土的孙氏阙铭中也写道:“元和二年正月六日 ,孙仲阳 、仲升父物故 ,行丧如礼 ,刻作石阙 ,贾直

万五千。” ②这些文字清楚地说明 ,东汉时期的丧葬活动已经有很浓的商业气息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

中 ,人们要用与道教有关的物品随葬 ,同样不可能是免费的 。

道教对丧葬活动的参与为其在社会上传播 ,扩大自身的影响增加了一种方式。为人治病 、消灾 、

参加丧葬活动是巫术产生和发展的动力 ,土生土长的道教因为与巫术等传统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 ,在它产生之初 ,就继承巫术原有功能参与到治病 、消灾和丧葬活动中去 ,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而这

为它在社会上传播 ,扩大自身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现在见到的考古资料看 ,东汉时期丧葬

礼俗中与道教有关的文物大多出在道教流行的山东 、苏北 ,直到四川这样的区域范围内 ,其他地区相

关较少 ,这种重合应当是道教通过参与丧葬礼俗扩大自身影响的表现之一 。

请道教徒参与丧葬活动或购买道教用品在墓中随葬的家庭从社会上层到下层都有 。陕西潼关

吊桥杨氏墓地是东汉中晚期著名的四世三公杨震家族的墓地 ,墓中使用了解除瓶;河南洛阳烧沟墓

地中的墓主身份普遍较低 ,无一能与吊桥杨氏墓相匹 ,墓中也有使用解除瓶的情况。这一现象从一

个侧面说明 ,当时道教在一定的区域内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欢迎。

总之 ,东汉时期道教对于丧葬活动的参与 ,对非道教徒而言丰富了丧葬礼俗的内容 ,增加了一种

心理安慰的方式;对道教而言则借此扩大了自身的影响 ,增加了自己的收入 。而且 ,与古已有之的巫

术 、西传而来的佛教一样 ,道教不仅在产生之初就参与丧葬活动 ,至今在一些乡村 ,道教仍然在参与

丧葬活动 ,只是方式和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时期有所不同而已 。正如林富士在研究东汉晚期的疾疫与

宗教的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巫祝 、道士 ,与僧人 ,针对当时人的需求 ,适时提供了心理或生理上的

医疗与救护 ,也使他们各自吸引了不少的信徒 ,因而形成三者鼎足而立的局面。当然 ,单以疾疫流行

的社会情境 ,并不足以解释巫 、道 、佛三种宗教势力在东汉晚期的发展。但是 ,疾疫流行与宗教情势

二者之间在当时的紧密交缠 ,却也不能忽视。” ③东汉时期道教与丧葬礼俗的关系同样不容忽视 。

[责任编辑　曹　峰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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